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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新中国头七年接受苏联技术援助从总体上看是比较系统、比较完整、效果较好的一次技术引

进。从学习苏联和引进技术的历史进程来看，大致经历了起始和高潮两个阶段。在此过程中出现过一些

难以避免的偏差。1956年以后，中国共产党正视苏共二十大的教训，《论十大关系》和八大前后的经验总结，

对偏差进行了有力纠正。毋庸讳言，在整个过程中确有深刻的经验教训值得总结和汲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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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the first seven years of New China, receiving technical assistance from the Soviet Union was, in 
general, a relatively systematic, complete and effective technology introduction. Judging from the historical process 
of learning from the Soviet Union, that process roughly went through two stages: the beginning and the climax. 
There have, however, appeared some unavoidable deviations during the process. After 1956,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learned from the lessons of the 20th Congress of the CPSU. Mao’s treatise of on the Ten Major Relationships 
and the review of experience and lessons before and after the Eighth Congress of the CPC were a powerful 
correction of those deviations. Needless to say, there are profound lessons to learn from the whole proc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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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新中国来说，中苏关系显然不同于一般的对

外关系，它的起伏之大，它对中国影响之深远，它

与百姓关系之密切，无论怎样估计，都不会过分。

中苏关系十分特殊，又十分复杂。新中国成立以

后，特别是实施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从苏联引进

技术是中国加快工业化和建立独立工业体系的重要

手段，并且取得很好效果，但是瑕不掩瑜，其间也

出现过一些偏差并得到纠正。诚然，中苏关系已成

为历史，似乎与中国当前的现实和未来的发展关系

不大，但是，历史是一面镜子，从过去中苏关系的

曲折发展中，人们无疑可以汲取许多极为重要、极

为有益的经验教训。本文试图从 50 年代中国学习

苏联和技术引进的视角，探讨中国在学习外国和技

术引进方面的历史经验。

一、新中国学习苏联和技术引进的历史进程

学习苏联和技术引进是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

逐渐进行的。中国学习苏联和从苏联引进技术有着

深刻的经济社会背景。新中国成立之后，中国决定

站在社会主义正营一边，而当时中国在社会主义阵

营国家中的经济发展是比较靠后的。这主要是因为

旧中国进入近代社会之后，能够代表经济发展能力

的工业经济发展非常缓慢且长期滞后于世界平均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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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据统计，旧中国在近代的工业产值仅占工农业

总产值的 12.3%，而其中生产资料的生产比重仅占

5.5%。[1]加上连年战争对工业生产的破坏，工业经

济根本无法发展。就算是侥幸躲过战争破坏的工业

企业因为设备不成龙配套、厂区厂房分布不合理以

及原料和产品供销不通畅，导致其设备利用率、工

业产出率异常低下。而农业生产、交通运输业等同

样落后，同时又遭到严重破坏。在这种情况下，新

中国根本无法依靠自己来发展经济。因此，学习苏

联和引进技术就成为新中国实现经济社会发展的最

佳选择。毛泽东曾就这一问题指出：“我们要进行

伟大的五年计划建设，工作很艰苦，经验又不够，

因此要学习苏联的先进经验。” [2]

1. 学习苏联和技术引进的起始阶段

新中国成立前夕，刘少奇率中共中央代表团离

北平秘密访问苏联。这次访问的一个重要目的就是

加强两国、两党的关系，争取得到苏联在新中国成

立及建设等各方面的援助和支持，并了解和学习苏

联各方面的建设情况及经验。1949 年 7 月 6 日，刘

少奇以书面形式致信苏共中央、斯大林，提出想利

用在苏联访问的短暂时间学习苏联，并罗列了学习

的内容、学习的方式以及希望苏联帮助新中国培养

建设管理人才等愿景。学习内容主要包括苏联的国

家组织运转情况、苏联经济社会运转的计划和管理

情况、苏联的科教文卫方面的情况以及党的组织与

群众团体的组织情况等。学习方式是请苏联各方面

负责的同志与代表团的同志进行座谈。另外，还请

求实地参观和考察苏联若干工厂、学校、农场。这

些要求，均得到了满足。中方代表团在访苏期间访

问了苏联计划委员会及各政府主要部门，并逐一参

观了包括斯大林汽车厂、莫斯科大学、煤炭工业展

览馆等在内的学校、工矿业企业等单位。在与斯大

林的商谈中，斯大林回应了培养人才一事，提出可

以在莫斯科办一所中国大学，派出各方面的教授到

中国工作等。（[3]，p.218）商谈后决定，中国大

学在北平办，由苏联专家帮助建设。访问结束后，

刘少奇率领代表团顺利返回，继续开展新中国成立

的筹备工作。1949 年 9 月 3 日，刘少奇在一次工作

会议上指出，“苏联要派大批专家来，中国的同志

要同他们搞好关系，要善于向他们学习，保证用最

快的速度、最好的标准学习好。”（[3]，p.222）在

当时的情况下，学习苏联，引进先进技术显得极为

紧迫。随后，在毛泽东亲自访苏后签订的一系列同

盟条约和协定，为引进技术提供了法律上和程序上

的依据。

建国初期，旧中国遗留下来的是积贫积弱的国

民经济和落后就要挨打的惨痛教训。（[4]，p.13）

加之中国工业基础薄弱有些甚至是空白，以国防为

主的重工业尤其落后，从工业发展水平来看，应该

说建国初期的水平高于建国前的水平，但是由于战

争和通货膨胀的影响，建国初期的大多数工业产品

产量低于建国前的水平。与同一时期部分国家主要

工业产品产量相比较，代表工业技术综合水平的汽

车工业，中国是空白；代表工业化水平的现代能源

电力工业，中国非常落后，而且布局也极不均衡；

另外地质勘探工作是重工业发展的基础，同样，中

国的地质勘探工作也非常落后，基本上没有做多少

事情。（[4]，pp.46-47）就在新中国着手战后恢复

建设的时候，1950 年朝鲜战争爆发，中国被迫卷

入战争，并且不得不和美国直接对抗，同时，还要

受到西方国家的经济封锁和威胁。这种国际国内环

境和历史教训都迫使中国必须加强国防力量，必须

发展重工业，必须尽快建立独立的工业体系，而实

现这一目标的主要手段，则是急需学习苏联并大规

模的引进苏联先进的技术。1951年5月的一个晚上，

毛泽东向徐向前交代去苏联谈判的任务：第一条是

购买武器装备；第二条是多搞点技术项目，发展自

己的兵工生产。毛泽东还说：帝国主义如此欺负我

们，我们没有自己的兵工工业，不解决部队的武器

装备问题，是不行的。要学习苏联，把先进技术拿

到手，自力更生，建设一支强大的国防力量。[5]正

是基于这样的发展意图，向苏联学习和引进技术逐

步上路了。

近代以来，中国技术发展的主要方式是“外

来技术的本土化”，建国初期也呈现出这样的特点。

在向苏联学习和技术引进的过程中，苏联专家发挥

着重要作用。早在 1948 年春夏之交，毛泽东向斯

大林求助，希望向中国东北派出铁路专家组帮助中

国共产党，其中包括抢修铁路的工程师 50 名、技

师52名，另有技术员和熟练工人220名。（[6]，p.162）

苏方向中方派出技术援助专家组，一方面可以直接

参与中方相关领域的抢修、维护和建设，另一方面

可以为中方培训专家和技术人员。经过大约一个夏

季的工作，这支铁路专家组帮助中国共产党培训铁

路专家和技术人员共计 4600 余名。在以后的科学

技术援助中，也大多是在这样的思路下，中苏双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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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技术交流和合作。新中国成立之后，苏方派来

的专家逐渐增多，到 1952 年底，苏联已有近 1000
名专家在中国帮助工作，为新中国出力。

此外，向苏联索要各个领域的科学技术资料也

成为这个阶段向苏联学习重要举措。对于新中国经

济建设不可或缺的科学技术资料，在中苏两国没正

式签订专门的科学技术协定之前，主要通过图书资

料交换和项目或设备进口合同获得。1949年1月初，

“经互会”在莫斯科成立，随后在索菲亚召开的“经

互会”第二次会议上，确定了会员国之间无偿交换

科学技术等图书资料的原则。中国虽然不是“经互

会”的成员国，但苏联比照这一原则，通过各大图

书馆、研究所、与中国相应单位进行交换，提供了

大量基础性科技情报材料、图书和杂志。[1]据统计，

截止 1953 年，新中国共有包括 31 个大型图书馆在

内的 300 余个机关单位接收了苏联提供的各类科学

技术出版物。[1]可以看出，在中国索求科学技术资

料的过程中，苏联还是积极努力的给予帮助。对于

苏联援建新中国的各类工程或者新中国特别提出的

具体项目和设备的资料，苏方也是尽可能满足。

不过，在新中国成立初期的国民经济恢复时期，

中国向苏联学习和技术引进的程度，尤其是苏联专

家和科学技术资料的引进还不算大，真正大规模的

向苏联学习和技术引进是在中国开始实施“一五”

计划、进行大规模经济建设之后。但是，把国民经

济恢复时期说成学习苏联和技术引进的起始阶段是

不为过的。

2. 学习苏联和技术引进的高潮阶段

随着国民经济恢复的任务基本完成，工农业生

产恢复发展情况良好，内外贸易的恢复和发展，财

政金融状况的根本好转，交通运输和基础设施的恢

复和建设，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客观上为学习苏

联和技术引进高潮的到来奠定和铺设了物质基础和

实施条件。朝鲜战争有望停战，世界以美苏为首的

全球性“争霸”持续升温，国际国内情形都发生了

变化，中苏关系持续“暧昧”，并有望升级，于是，

更加广泛的技术引进接踵到来，新中国也迎来了学

习苏联和技术引进的高潮。

从 1952 年起，“一五计划”的宏伟目标就提上

了中央的日程。这是新中国首次编制大规模经济建

设的五年计划。因为缺乏经验，不会搞，五年计划

的编制尽管备受中央高层领导人的重视，但还是不

得不求教于苏联，向苏联学习。此外，五年计划拟

建的许多重要项目，中国也搞不了，一是没生产设

备，二是没人懂，也就是没技术，三是没钱搞。面

对这一切能搞不会搞，想搞搞不了的现状，求教于

苏联显得极为迫切。故中共中央决定，派周恩来率

领一个庞大的中国政府代表团访苏，将“一五”计

划草案带到莫斯科，一方面征询苏方对草案的意见，

另一方面与苏方商谈，落实从苏联引进的项目，以

及引进的科学技术。

在中共中央的领导下，经过李富春及代表团全

体成员近十个月的辛勤工作，通过多次反复认真的

协商，中国政府代表团终于圆满完成了它所担负的

历史重任。这次商谈的具体成果主要是：中苏共签

订了一百五十六个建设项目，成为五十年代中国工

业建设的中心和骨干。[7]为了服务156个建设项目，

中国从苏联引进了大批苏联专家和大量的科学技术

资料。“156项工程”的建设过程全部实行苏联标准。

苏联专家几乎参加了所有建设项目的全部过程，从

拟建工厂的地质勘测、厂址选择，到建筑施工、设

备安装调试，再到产品设计和生产，都有苏联专家

及苏联技术人员的身影。在他们耳濡目染的影响下，

中方从管理骨干到生产技术员工都接受到了良好熏

陶。一方面是苏联专家不吝赐教，鼓励鼓舞中方人

员学习进步，另一方面是中方人员不放过每一次向

苏联专家学习的机会，从而使得学习苏联和技术引

进的效率大大提升，中方消化、吸收引进技术的能

力也逐渐提升。按照这样的思路，中国开始大规模

学习苏联和引进苏联技术。

1953 年，大规模经济建设开始后，为了尽快

掌握经济建设知识和技术，毛泽东一再强调：“要

认真学习苏联的先进经验，……我们要在全国范围

内掀起学习苏联的高潮，来建设我们的国家”。（[4]，

p.196）从 1953 年起，全国掀起了向苏联“老大哥”

学习的热潮。

在学习苏联热潮的过程中，因为多种因素交织

在其中，也出现了一些盲目学习、不顾国情照搬的

偏差。（[4]，p.196）学习苏联先进的经验和技术

无疑是非常正确的，但是过程中却出现了偏差。

二、中国在学习苏联和技术引进
过程中的偏差及纠正

在向苏联的学习过程中小的偏差一直存在，也

一直在纠正偏差，中央高层领导一直表态，以苏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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鉴，学习其先进的经验和技术，但在实际执行过程

中，很多行业从全面学习苏联这个极端跑到了全盘

否定苏联的另一个极端。

1. 偏差存在，在所难免

在 50 年代全面学习苏联的运动中，偏差的存

在是难免的。从中苏合作的历史上看，尽管在意识

形态和国家利益等大的方面来看，中苏双方是一致

的，而且有极为广泛的共同利益可以共处。但是对

于新中国建立后如何搞建设，中方没有一点经验，

必须重新探索，必须向苏联学习。因为在这个方面，

苏联有了三十多年的社会主义建设经验。加之，苏

共二十大以前，尤其是斯大林在世的时候，苏联社

会主义建设中的很多弊病还被掩盖着，尚未公开暴

露出来，中国共产党不可能对此产生怀疑。就在中

共中央的倡议和动员下，轰轰烈烈的学习苏联“老

大哥”的运动极速席卷全国，家喻户晓。但是，怎

么学，学什么，并没有特定的文件指示，尽管有，

也被淹没在狂热的学习苏联的洪流之中。因此，在

学习的过程中出现了一系列的偏差，究其原因大致

分为以下三类。

首先，严重的依赖心理。在学习的过程中，从

中方的角度来讲，是希望直接将苏联的科学技术成

果拿来就用，而不是所有事情都从头做起，这样一

来，使得很多人产生了严重的依赖心理。依赖思想

的成型，一方面来自对苏联先进经验和技术的盲目

推崇，另一方面也受到当时急于求成的大环境的影

响。从 1953 年开始，伴随着“一五”计划火热进行，

全民深陷向苏联学习的热潮，上级来的任务重，下

达的急，落实到具体单位和个人，没经验，不会搞，

只能依靠苏联“老大哥”，渐渐的把这种依靠演变

成过于迷信，不结合自身实际情况的生搬硬套，甚

至把已经暴露出来的缺点也照搬照抄过来，提出所

谓的“技术一边倒”口号。相反，把西方的科学技

术定性为资产阶级的东西，对学习和合理选择先进

技术产生了消极影响。（[8]，p.96）正是这种依赖

心理，使得中方很少了解以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西

方世界的技术更新情况，人们依旧痴迷于推崇或迷

信苏联技术。事实上，苏联也受制与本国的发展的

情况，尽管有比较先进的社会主义建设经验和较为

先进的科学技术，但是也并不是在所有问题上都能

及时帮助中国。

其次，对于本土专家的不重视。中国专家在学

习苏联和技术引进中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一方

面，他们是苏联技术的直接学习者，另一方面，他

们最知道中国国情。而在唯“苏联专家”马首是瞻 ,

迷信苏联技术，一股脑的投入到“苏联模式”的热

潮中时，即使中国专家提出正确的建议，也未必被

采纳。有的技术人员因与苏联“老大哥”争执技术

业务问题而受到政治上的排挤和打压。最典型的是

炼钢采用平炉还是转炉的例子，当时冶金部的领导

因为迷信苏联专家的意见，坚持以平炉炼钢而拒绝

一些中国专家建议的转炉炼钢技术，后来事实证明，

还是转炉炼钢符合中国国情。（[8]，p.342）

第三，苏联经验“一家独大”。在“一五”计

划的制定中，中国政府一直在征求苏方的意见，苏

方也竭尽全力的帮助中国想办法，出主意，解决问

题。但就在一些具体的中国的问题的解决上，出现

了偏差。或许是出于好心，但是不顾中国的具体情

况，而盲目尊崇苏联经验，正是偏差发生的主要原

因。而偏差一旦发生，就会酿成很严重的后果，这

又会反过来刺激当时的政策制定和实施，也为以后

全盘否定苏联经验埋下伏笔。三门峡工程的上马及

其效应就充分的说明了这一点。当时苏联专家并未

根据黄河的实际情况进行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只

是按照自己的经验，认为利用水土保持加拦泥库的

办法可以使黄河变清，进行‘梯级开发’。他们还

肯定在三门峡可以修大坝”。（[8]，p.342）后来的

事实证明，三门峡工程确实存在很大的问题，造成

了严重后果。

在苏联被尊为“老大哥”、政治“一边倒”的

氛围里，普通管理人员和技术人员不敢轻易提出与

苏联经验和苏联专家意见相左的观点。（[8]，p.342）

在很多情况下，中方人员在苏联专家面前小心谨慎，

对苏联专家的意见，多是照搬照抄，而不会经过仔

细的考虑和认真的讨论。这种倾向自然导致学习苏

联和技术引进中的偏差越来越大。

2. 苏共二十大：“揭盖子”和“捅娄子”

中共党和国家领导人从一开始就重视对苏联技

术的学习问题。1952 年 12 月 5 日，周恩来主持政务

院第一百六十一次政务会议时提出，对于苏联的先

进经验，我们要认真、谦虚的学习，但是在学习的

过程中间不能保守，也不能急躁，还要避免苏联已

经发生过的错误和缺点，少走弯路 。[9]1954 年 1 月

25 日，毛泽东在审阅朱德准备 1 月 26 日在全国军事

系统党的高级干部会议上的闭幕词时注意到罗瑞卿

关于向苏联学习的一段批注：“拒绝学习苏联的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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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是完全错误的，必须加以反对。但脱离我军的实

际去高谈学习苏联，也是一种不正确的学习态度，

因而就一定会是学不好的。”[10]毛泽东就罗瑞卿的

批注建议向朱德复电，表示赞同。

斯大林逝世的时候，苏联乃至整个国际共产

主义运动，对斯大林的颂扬达到了前所未有、无以

复加的程度，神话斯大林的运动也发展到了顶峰。

（[6]，p.213）一直到苏共二十大的召开，“秘密报告”

揭开了这层窗户纸，等到一切都和长期的崇拜相反

时，人们的思想混乱了，总觉得这很突然。正是这

个秘密报告，不但在苏共二十大的代表中，也在全

苏联激起了千层浪，后来又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

在全世界产生了“爆炸性效应”。自然对中国的影

响也是巨大的。毛泽东曾评价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

大的报告时说，苏共二十大之前，苏联把斯大林捧

上了一万米，“秘密报告”之后，又把斯大林贬低

到地下九千米，还说赫鲁晓夫这次“既揭了盖子，

又捅了篓子。”他还强调，“不要再照搬苏联的一切

了，应该用自己的头脑思索了。”这表明，经过苏

共二十大，毛泽东已经开始考虑如何以苏为鉴，反

思如何纠正偏差了。

当苏联和斯大林一贯正确的神化被打破后，同

时也打破了包括中国在内的各国共产党对苏共和苏

联的迷信，从而大大削弱了苏共和苏联在国际共产

主义运动中的地位，大大的促进了各国党的独立自

主和独立思考。对于苏联专家的迷信和对于苏联技

术的迷信也随之降温，有的甚至借此逐渐从全面学

习走上了全盘否定。给技术接受国带来了一定的不

良影响，变成了盲目的排外，走上了全盘否定的另

一个极端。当然，随着迷信的破除，也从一定意义

上促进了各国的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能力。尤其

对于中国而言，破除对苏联的迷信，客观上对于自

力更生的掌握技术起到了促进作用。   

3. 《论十大关系》和八大前后的纠偏

中苏两党虽然在苏共二十大和斯大林问题上

产生了分歧，但因为分歧暂时尚属于局部性质，故

当时并未立即对中苏关系产生大的影响。苏联在建

设社会主义过程中暴露出来的问题和错误，对于正

在寻求自己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中国共产党人来

说，无疑是非常重要的警示。（[11]，p.466）党和

国家领导人深深的认识到革命道路不能照搬外国，

建设道路同样不能照搬外国。

而《论十大关系》的出台，一方面是对我国社

会主义建设 3 年多实践经验的总结，另一方面，是

对学习苏联以来总结的经验教训的反思。正如毛泽

东在《论十大关系》中讲的那样：“最近苏联方面

暴露了他们在建设社会主义过程中的一些缺点和错

误，他们走过的弯路，你还想走？过去我们就是借

鉴于他们的经验教训，少走了一些弯路，现在当然

更要引以为戒。”（[12]，p.23）此外，《论十大关系》

还明确了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根本思想是必须根据

本国实际情况走自己的道路。同时，也意味着中国

对于学习苏联和技术引进中的偏差着手进行纠正。

这一时期，随着蒙蔽双眼的面纱被揭开，人们

更多的注意到世界范围内的科学技术迅猛发展，而

我国的科学技术仍处于初创阶段，科技人才在数量、

质量上远远不能满足国家建设的需要。为此，引起

了党和国家领导人的高度重视，周恩来代表中央郑

重发出了“向现代科学技术进军”的动员令。毛泽

东也提出：“要在几十年内，努力改变我国在经济

上和科学文化上的落后状况，迅速达到世界上的先

进水平。”（[12]，p.2）《论十大关系》的出台，标

志着中国共产党开始提出自己的建设路线，提出了

一套属于自己的内容并且开始纠偏。这无疑为破除

苏联迷信、教条起到了重要的思想解放作用，同时

也为八大继续纠偏做了重要的思想准备。

1955 年 4 月，万隆会议的胜利召开，标志着世

界和平与合作力量及影响逐步增强，帝国主义已

不敢轻易动武，我国的对外关系趋于缓和。（[4]，
p.246）在这样的国际背景下，八大前后，党开始

对过去奉若真理、坚决实施的苏联工业化模式进行

了认真的反思和探索，并着手纠偏，试图寻找一条

适合中国国情又避免苏联所走弯路的工业化道路。  

从《论十大关系》到八大的胜利召开，更准确

的说是在思想层面对苏联模式的反思和对“如何走

自己的路”的探索，确是解放了思想，开启了探索

中国道路的新时期。但就中苏关系方面来讲，尽管

磕磕碰碰，已经是充满了分歧和矛盾，但是，向苏

联学习和科学技术引进方面的合作不但没有减少，

反而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有所升华，做了几件比较

有重大影响的事情，其中一项就是苏方帮助中方制

定出台《全国十二年科技发展远景规划纲要》，希

望中国的科技水平在已有的基础上有更大的提高。

加之这一时期，中共领导高层更加重视了科技工作

和专业技术人才的培养和使用，使得中苏在技术交

流、工厂建设、产品设计、工艺流程及建立科研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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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等多个方面的合作和交流有了新的进展。

三、历史启示

综上所述，建国头七年学习苏联和技术引进是

中国历史上首次比较系统、比较完整、效果较好的

一次尝试，几乎是产学研三种渠道相互配合的技术

引进。这在中国历史上是没有过的，从世界范围来

看，也是不常见的和有特点的。向苏联学习本身并

没有错，问题在于如何学，学什么，以及如何处理

学习苏联与学西方等国家的关系等。毋庸讳言，在

这方面确有深刻的经验教训值得总结和汲取。

首先，学习苏联和技术引进奠定了新中国现

代技术与工业的基础。这一点是值得肯定的，并

且怎么说都不为过。从 50 年代开始，借助着“156
项工程”的建设，中国从苏联成套的引进了煤炭、

石油、电力、钢铁、有色金属、化学、机械、轻工业、

医药、军事工业设备及技术，填补了部分基础技

术的缺环，使中国初步拥有了比较完整的工业生

产能力，能够大量生产机电设备、钢铁、玻璃、

有色金属等产品的能力；同时，这些基础制造能力

的拥有为其他技术和工业发展又奠定了一定基础。

（[8]，p.408）在此基础上中国政府还引进了过去

没有或基础很差又急需要的设备和技术，如一些

精密的量具刃具、机械设备、大型矿山设备等。

这些举措为推动中国现代技术体制化起了非常重

要的作用，在学习苏联和技术引进的过程中，不

断的完善技术研究、开发、设计的科研院所等机构，

加强了科学技术在中国的发展。

其次，不得不承认在向苏联学习和技术引进

的过程中存在一定的偏差，20 世纪 50 年代，党和

政府仿照苏联，建立了单一公有制下的计划经济

体制。这种体制在经济建设时期确确实实有它特

有的优势，在这里不做赘述，但是随着建设事业

的发展，它的缺陷也日益明显，很多企业和地方

政府的积极性受到打击，经济效益受到影响等等。

而这又大大阻碍了对于引进技术的研究和开发，

只是停留在照搬照抄层面。这就启示我们在以后

的技术引进过程中务必要结合中国实际，投入足

够的精力去培植强有力的研发机构，从事引进技

术的消化和吸收，进行技术革新和升级，而不是

一直停留在盲目的照搬照抄层面。除此之外，还

要营造稳定的有利的国际环境，维护稳定的国内

经济秩序，这对于引进和消化先进科学技术，培

植和发展本国科学技术研发能力往往起着至关重

要的作用。

第三，要和那些掌握先进技术的国家之间进

行大规模的交流和合作。对于中国而言，要用发

展的眼光学习国际上先进的经验，引进先进的技

术。随着国际合作的日益加深，越往后发展，每

个国际成员越不是孤立的，都需要加入到国际化

的分工和合作中，而技术进步在这里起到关键的

推动作用。新中国初期碍于这样那样的国际国内

环境，没能加入到国际技术交流中，而只能“依赖”

于苏联及其他社会主义国家，无疑对于当时的中

国来讲，是有利的。但是，从某些角度来讲，也

确实走了很多弯路，存在很多问题。在进入新时期，

尤其面临当今的世界发展新趋势，我们需要做的

是，积极融入国际技术交流合作，不要把自己封

闭起来，孤立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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